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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４０年的阶段、成就与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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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鲜 明 的 时 代 特 征，经 济 改 革 是 其 中 的 基 础。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先后经历了机制变革、体制转 型、制 度 构 建 三 个 历 史 阶 段。中 国４０年 的 经 济

改革，推动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提升了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确立并完善了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４０年贯穿着从机制变革到体制转型、从

体制转型到制度构建递进，从体制性改革到结构性改革递进，从自下而上的“碎 片化”改革到顶层设计主导的“整

合性”改革递进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背景，深刻地决定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未来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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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

策，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

征。改革开放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方方面面的深刻革命，其中，经济领

域的改革是改革开放的起点和重点，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领域和推动力量。本文试图基于当今的

历史高度和时代视角，在回顾中国经济改革４０年历程基本阶段、基本成就的基础上，揭示经济改革

４０年的内在历史逻辑。

一、中国经济改革４０年的基本阶段

中国经济改革作为生产关系的一场深刻变革，呈现明显的历史阶段性。总体上看，４０年的经济

改革，大致经历了机制变革、体制转型和制度构建三个历史阶段，呈现出明显的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

过程特征。
（一）机制变革：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

经济机制，是指经济运行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运行方式与调节方式。机制变革，是指在特定经济体制范

围内对经济运行方式与调节方式的变革。中国经济改革是从机制变革层面切入的，即在既定传统计划经济

体制的前提下，通过改变资源配置方式、激励方式与分配方式，从运行层面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从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开始起步，到１９９２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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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国经济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呈现明显的机制变革特征。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引入

市场机制。
首先，在农业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经济改革率先从农业展开。中国

农村于１９５８年建立人民公社体制，其中包含的自上而下集中统一的劳动、经营和分配机制极大地抑

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革的切入点是用横向分散的责任机制取代纵向统一的集中计划机制。包

产到组、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确保生产小组和农户经营和分配的自主权，有利于提高农民生产积极

性，但最能解放农村生产力的责任制是“包干到户”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１９８４年，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９６．６％［１］（Ｐ１２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业责任制的终

极形式，极大地释放了中国农村的生产潜力，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农村生产年均增长４．８％，为１９５２～１９７８
年的２倍［２］（Ｐ１３２）。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中国农民家庭人均收入由１３３．５７元增加到１９９１年的７０８．５５元，
增长了５３０％［１］（Ｐ１６７）。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没有改变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也没有改变集体经营体制，只是一种经营机制

变化。其一，它实现了在农村集体所有制框架内决策与经营的分散化，与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

相适应。其二，它实现了农户决策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的一体化，保障了农户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

的一致，调动了农户生产积极性。其三，由于决策与经营的分散化和权益配置的一体化，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构成推动农户与市场对接的内生机制。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加速从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
经济市场化程度开始逐步加深。１９９１年与１９７８年相比，中国农业整体市场化程度由７．６７％提高到

５２．６１％，其中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由９．２３％提高至２６．３２％，农业资金市场化程度由１０％提高

到７０．４％，农产品价格市场化程度由５．６％提高到７７．８％，农产品 流 通 市 场 化 程 度 由５．６１％提 高 至

２１．８４％［１］（Ｐ１６５—１６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确立，加上人民公社体制的终结、统购统销制度的瓦解、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乡镇企业的兴起，促进了从事商品生产专业户和经济联合体的不断涌现以及

农贸市场的持续繁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启动了农业市场化，也启动了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第一步。
其次，在工业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在农村经济改革的同时，城市进行了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中心

的企业改革试点，尝试通过放权让利机制扭转管理过于集中、缺乏经济活力的弊端。第一步是扩大企

业自主权。１９７８年１０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在四川起步，之后扩展到全国范围。在多项扩

权机制中，利润留成赋予了国有企业在利润中提取留成的权利，初步打破统收统支的传统工业体制。
第二步是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企业经济责任制包括利润留成、盈亏包干、以利代税三种形式。工业

经济责任制进一步扩大了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第三步是实施“利改税”。为进一步放权让利，１９８３
年开始实施“利改税”改革，将企业上交国家利润改为上交所得税，税后利润由企业支配。“利改税”的实

施，调动了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积极性。第四步是实施股份制改革。１９８７年后，股份制

改革在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消除传统体制弊端方面显示了优越性，逐步成为国企改革的重要模式。
再次，在商品流通流域引入市场机制。在放宽购销管制的基础上，１９８５年取消了农产品统派购

制度，对主要农产品采取合同收购和市场收购。扩大市场调节范围，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由１９７８年

的２７４种减少到１９９１年的１２种［１］（Ｐ２７９）。在物资流通领域，最突出的是形成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

制”，为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机制的发育和成长开辟了一条通道，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价格机制配置资源

的作用，增强了企业活力。价格改革经历了从“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到“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转变，
放开了大量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促使价格体系趋于合理，形成了新的价格机制和价格宏观调控机制。

此外，这一时期还在对外关系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包括对广东省和福建省实行外汇“大包干”，下
放进出口贸易的经营权，推动工贸结合的试点改革，兴办经济特区等。

（二）体制转型：１９９２～２０１１年

经济体制，即资源配置方式，是资源配置的规范体系。近代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

是人类社会配置资源的两种基本体制。从１９９２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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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到２０１２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呈现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特征。
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

会主义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３］（Ｐ１８—１９）。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主要包括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和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社

会保障制度，等等［３］（Ｐ５１９—５３４）。这一决定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行动纲领，这一决定的

实施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开始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国经济改革从机制变革

阶段进入体制转型阶段。

１．体制转型是一个系统的过程

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重点是构建市场经济体制的各种要素。第一，构建市

场主体，主要是在公有制企业建立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构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第二，构建市场体系，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重点是金融市场、劳
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第三，完善市场机制，特别是推进价格改革，建立主要

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第四，规范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形成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大市场。第五，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

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３］（Ｐ５２７—５３０）。

２．体制转型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１９９２～２００２年是体制转型的第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时期。２００１年，中

国加入了 ＷＴＯ，国内市场体系与国际市场接轨步伐加快，中国市场体系开始成为国际市场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根据这一实际，２００２年，中共十六大正式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基本

标志是“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壮大，国有企业改革稳步推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较快发展”“市

场体系建设全面展开，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不断完善，政府职能转变步伐加快”“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
商品和服务贸易、资本流动规模显著扩大”［４］（Ｐ２—３）。同时，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到２０２０年建立比较完善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明确提出新世纪头２０年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即在２０２０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是体制转型的第二阶段，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２００３年，中共十

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更大程度地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４］（Ｐ４６５）。２００７年，中共

十七大强调，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５］（Ｐ１７）。中共十七大以后，经济改革

主要在农村综合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现代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发展非公有

制经济以及财税、金融、价格、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事业单位等领域展开。到２０１２年中共

十八大召开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得以完善。
总体上看，到２０１２年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推进从传统计划经济体

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到２０１２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并初步完善，传统计划经济

体制作为一个体制模式退出历史舞台。
（三）制度构建：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

制度是具有规范性、体系性和根本性的体制和规范。２０１２年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的任务。２０１３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

化改革的目标［６］（Ｐ５４７）。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

制度”［６］（Ｐ５４８）。在这种背景下，经济改革的意义，已经超出单纯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领域，经济改革

的内涵，开始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向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实施经济治理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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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中国经济改革呈现显著的制度构建特征。
第一，构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经济工作？

长期以来的提法是“加强和改进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则明确提出“集中统一领导”，即不仅在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上

实施领导，而且在领导机构、政策制定、决策部署、组织实施等工作层面集中统一于党中央，逐步形成

了党加强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２０１８年４月，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方案》，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规则》，强调要加

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好经济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

进、督促落实。第二次会议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强大的科技创新合力。
第二，构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建

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截止到中共十九大召

开，共召开小组会议３８次，审议２００多个文件，出台１０００多项改革举措。领导小组下设６个改革专项领导

小组。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下，逐步构建了党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体系、推进体系和

督察体系。中共十九大以后，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新阶段，改革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

系的变革。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升格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升格为委员会，是健全党对重大工作领导体制机制的一项重要举措。相

对于此前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而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致力于加强全面深化改革战略

研究、统筹规划、综合协调、整体推进，加强对地方和部门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指导。
第三，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八大以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逐步完善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一是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方面完善产权保护制

度，健全“归属清晰、责权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多种资本交

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二是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制度。按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要求，着力构建企业自主经

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公

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减少政府的不当干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

和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三是构建转变

政府职能的制度体系。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共十八大以后，特别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
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因此，在改革中，强调完善以国家发

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强调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
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强调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强
调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市场监管活动和公共服务提供，等等［６］（Ｐ５１４—５２２］。

二、中国经济改革４０年的历史成就

改革开放４０年是波澜壮阔的４０年，中国经济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

地激发了社会活力，在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地位提升、经济体制构建和经济理论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历史成就。
（一）发展成就：向“富起来”的历史跨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束了过去的慢速增长阶段，开始步入高速增长的新阶段。中国国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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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由１９７８年 的３６７８．７亿 元 增 长 到２０１７年 的８２７１２２亿 元，增 长 了２２３．８倍，年 均 增 速 达 到

９．５％［７］［８］。中国人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由１９７８年 的３８５元 上 升 至２０１７年 的５９６６０元，增 长 了 约１５４

图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倍［８］（见图１和 图２）。２０１７年 中 国 工 业 增 加

值约为２８万亿元，５００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

２２０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７］。中国经济快

速发展带 来 全 国 人 民 生 活 水 平 实 实 在 在 地 提

升，人们告别了排队购货、凭票购物、供不应求

等物资短缺状态，物质生活得以显著改善。此

外，按现行 联 合 国 标 准，中 国 贫 困 人 口 由１９７８
年的７．７亿人降至２０１７年的３０００多万，占同期

全球减贫人口总数７０％以上［７］。改革开放４０
年，中国７亿多人摆脱贫困，１３亿多人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大幅度提升，用４０年走完了其他国家几百年走

过的发展历程。

图２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数据来源：１９７８～２０１６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

计年鉴２０１７》，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１７年数据来

自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 国２０１７年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３月１日第１０版。

得益 于４０年 的 持 续 快 速 发 展，中 国 实 现

了从物资短缺到供给充裕的巨大 转变，基本解

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

到小康水平。中国人民的生活告别了“票证时

代”，走过了“温饱阶段”，迎来了“全面小康”。在

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年的历程中，中国人民实现了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
（二）开放成就：国际经济地位和国际价值

链条中位置的提升

伴随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国际经济地位不

断提升。首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１９７８年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国内生产总

值仅占世界 的４．９％，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还 不

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３［７］。２０１７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到８２．７万

亿［９］，按年 平 均 汇 率 折 算 超 过１２万 亿 美 元，占 世 界 经 济 的 比 重 为１５％，仅 次 于 美 国，居 世 界 第 二

位［１０］。其次，国际经济影响 力 不 断 增 强。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中 国 货 物 进 出 口 总 额 从３５５亿 元 增 长 到

２７．８万亿元，年均增速高达１４．５％［７］，２０１０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２０１３年进出口贸易

总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１１］。外汇储备总额则由１．６７亿美元增至３．１万亿美元，居世

界第一［７］。２０１７年，中国经 济 增 量 大 约 为１．２万 亿 美 元，相 当 于 全 球 排 名 第 十 四 位 国 家 的 经 济 总

量［１２］。加入 ＷＴＯ以来的１７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接近３０％［１３］，过去５年更是超

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１４］，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与此同时，伴随中国的科技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国家创新链条和价值链条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４０年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科技创新实力持续提升，中国科技发展进入“跟跑、并跑

和领跑并存”时代。在基础科学领域，“天眼”、上海光源等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为开展世界级科研奠定

基础；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多光子纠缠等研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在技术领域，载人航天、深地探测、
超级计算等产业关键技术迅速发展成熟；即时通信、移动支付、无人超市等应用让世界瞩目。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发布的２０１８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表明，中国首次进入“最具创新力经济体”前２０
名［１５］。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在关键核心技术上的突破。对外直接投资年度流量全球排名从加入

ＷＴＯ之初的第２６位上升至２０１７年的第３位［１３］。高铁、核电、航天、钢铁、汽车、船舶、装备、家电等

一批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逐步“走出去”，积极开展对外投资，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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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上升带来中国大国地位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２０１４年６月，中国发起的“一路一带”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中国

倡导并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吸引了世界多国的积极加入；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宣布人民币加入ＳＤＲ（特别提款权），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之后第五个加入ＳＤＲ的货币。
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在国际性经济组织中的积极作用越来越明显，在国际贸易规

则制定上的话语权日益增强。在亚太经合组织、东盟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性经济组织中

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区域影响力不断提升。
（三）体制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

新制 度 经 济 学 的 创 始 人 道 格 拉 斯·诺 斯 曾 经 指 出，“有 效 率 的 经 济 组 织 是 经 济 增 长 的 关

键”［１６］（Ｐ６），制度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原因”［１７］（Ｐ１２７）。中国经济改革４０年最根本的制度成果，
就是构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优化资源配置特别是提高稀缺资源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生产要素投入获

取尽可能多的经济产出的过程。人类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市场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
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１８］（Ｐ６２）。经济改革４０年的主线，就是引入市场机制、
培育市场体系、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不断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取得经济改革４０年一切成果的重要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确立了中国现代化的体制模式。市场化是现代化的基础。中国古代，

市场机制的发育与运行一度在人类经济史上处于领先地位，但没有发育成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的独

立因素。近代以来，在国际市场的作用下，中国市场机制迅速发育，但受到不合理国际分工体系和市

场体系的制约和扭曲，也没有成长为独立的经济体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存在市场因素，
但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的排挤下，也没有发展成市场机制。在中国历史上，市场始终未能成长为经

济体制和资源配置体系中的独立因素，是中国现代化没有能够真正发生的制度原因［１９］（Ｐ２５２）。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确立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市场化轨道，在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程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四）理论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

中国经济改革４０年在理论上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经济改革是在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经济理

论进行了艰辛探索，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方法，确立了正确处

理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的关系等科学理论观点。这些思想方法和理论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理论源头。中国经济改革最初就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启动的。实践是推动理论发展的

根本力量，也是检验理论的标准。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

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开放理论等，创立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２０］，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具体的理论指导。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经济发展和中国共产

党的经济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提出了以新发展理念为核心的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

“七个坚持”，即：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
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适应我

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

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创新，是一个系统全面的经济思

想理论体系。这一思想围绕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科学阐释了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经济工作的领导方式、根本立场、大局思维、体制构建、宏观调控、战略运作以及工作方法等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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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问题，形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思想体系。这七个方面从理论上破解了发展中国家现

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发展道路、利益关系、发展形态、经济体制、总量平衡、发展动能、发展持

续性等七个关键问题，有利于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和重大失误，是引

领新时代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发展的行动指南［２１］。

三、中国经济改革４０年的内在逻辑

中国经济改革是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领域一场深刻变革。任何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本身都

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逻辑结构，其变革过程必然具有内在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因此，中国经济改革４０

年贯穿着一条逻辑主线，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尽管中国经济改革是从自下而上“摸着

石头过河”开始的，但是已经逐步演变成一个自上而下顶层设计主导的过程。站在历史高度上看，中

国经济改革是一个人为设计并实施的制度变迁过程。从自发性改革到设计性改革的演变，是中国经

济改革４０年的基本逻辑。总体上看，中国经济改革４０年，以中共十八大为标志，可以分为改革的展

开与改革的全面深化两个阶段，由此形成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性特征，构成中国经济改革４０年内

在逻辑的演绎过程。
第一，从改革的深度看，中国经济改革呈现从机制变革到体制转型，再从体制转型到制度构建的

逻辑递进轨迹。这一递进过程符合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逻辑。发展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关键是按照生产力的要求，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机制、体制和制度，
构成生产关系逐步递进的三个层次。经济机制从属于经济体制，经济体制从属于经济制度。三者都

从属于生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从完善经济机制切入，
逐步推进到体制和制度层面。

这一逻辑递进过程符合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历史逻辑。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从

机制破题，是因为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变迁中内在地蕴含着部分市场因素。与前苏东社会主义国

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同，中国经济中存在农村自留地经济、自由市场、社队企业、城市个体经

济以及国营企业物资“计划外”调配等非计划经济因素。尽管这些非计划经济因素或市场因素自始至

终只是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仅仅用以促进物资流通、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并未触及中国高度集中计

划经济体制［２２］。但是，这些因素为改革开放初期在农业、工业、商业以及对外经济关系领域引入市场

机制奠定了历史基础。正是这种历史基础的存在，一方面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可以从机制变革破题，
另一方面决定了中国必然走上与前苏东国家的“激进式”改革不同的“渐进式”道路。

这一递进过程也符合市场经济体制成长的现实逻辑。改革开放前，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市场

被看成是政府计划的干扰因素甚至对立物，对政府计划发生“破坏性作用”，一直遭受打击和压制。改

革开放初期，引入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开始发挥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辅助性作用”。市场机制一旦引

入，就以其自身的逻辑快速成长。特别是１９９２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

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后，市场机制开始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共十

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变

化，体现了市场经济体制成长过程的内在逻辑。
第二，从改革的广度看，中国经济改革呈现从体制性改革到结构性改革的逻辑递进轨迹。经济改

革的基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一是不合理的经济体

制，二是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因此，中国经济改革４０年间，经济体制改革始终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

整。中共十八大以来，决策层开始将经济改革从体制层面推进到结构层面，明确提出用改革的办法解

决结构性问题。将改革推进到结构领域，是中国经济改革特有的内在逻辑。
结构性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问题。体制与结构，是决定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

因素。体制侧重于生产关系，结构侧重于生产力。特定生产力的构成、形态及其演变，受制于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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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开放４０年来，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决策层也高度重视结构调整。改革开放初期

主要通过调整产业比例关系的方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开始，采取结构调整的方式，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中后期开始，主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手段。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

性问题长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某些方面还存在愈演愈烈的情况。经济总量规模快速扩张，但经济整

体素质没有相应提升。创新发展能力不强，大量关键设备、关键核心技术、高端产品依赖进口。产业

升级乏力，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中处于中低端。伴随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需求结构

快速变化，但供给结构没有相应改变，导致供需结构严重失衡。一些有大量购买力支持的消费需求，
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导致出境购物、“海淘”购物快速扩张，大量需求外溢。２００８年以来，尽管一

再实施需求刺激，但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经济质效越来越低、潜在问题越来越多、经济风险越来越

大。总体上看，到中共十八大召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更为突出；结
构问题中，供给侧的问题和需求侧的问题都存在，但供给侧的问题尤为严重。这种结构性问题是长期

以来积累下来的，这些问题导致中国经济被锁定在低端发展模式上。
结构性问题归根结底是体制性问题。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长期累积而没有根本解决，一方面，是

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一个较长时期内，比较注重运用政策手段、结构调整的方法解决结构问题，比较注

重运用需求管理、总量管理的方法解决结构性问题，在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快速提升的新的历史

条件下，结构调整和总量管理的效力逐渐式微。以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难以为继。另

一方面，是因为体制性问题依然突出，市场机制没有真正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导致要素资

源错配，形成大量低端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政府对企业的市场“进入”和“退出”规制过多，企业制

度性交易成本过高。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导致投入结构偏向劳动力、资本、原料等要素，产业结构方面

偏向制造业，产业层级结构方面偏向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结构方面偏向低附加值产品，地

区结构方面偏向沿海，所有制结构方面偏向国有企业。
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采取改革的办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在于推

动我国产业结构层次实现一个大的跃升，推进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一个大的跃升。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本质上是一场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改革的办法，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

度，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抓紧梳理需集中推出和落实的改革举措，打好组合拳，增强改革针对性，使各

项改革措施同向发力。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因为我国经济发展经过量的积累进入质的提升阶段，已
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第三，从改革的方式看，中国经济改革呈现从自下而上的“碎片化”改革到顶层设计主导的“整合

性”改革的逻辑递进轨迹。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改革的全面深化，更重要的是对改革方式的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改变此前改革采取的自下而上、“摸石过河”的方式，采取自上而下、顶层设计主导的改

革方式。改革开放初期，国务院成立了国家体制改革办公室，２００３年机构改革中，将国家体改办合并

到国家发改委，专门的改革领导机构的缺乏，一度导致改革顶层设计的缺失和改革速度的放缓。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后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改革的方式，即从顶层

设计开始，自上而下，督办落实，形成一以贯之的改革推进的闭环系统。
正是因为有了高规格改革领导制度和自上而下的改革体系，中国经济改革开始从“碎片化”改革

进入到“整合化”改革。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中国经济改革打破了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政
府部门根据专业化管理的要求越分越细，管理体制呈现“碎片化”特征。例如，不动产的管理分散在住

建、农业、林业、海洋等多个部门，政府预算权力分散在财政部以及发改委、教育部、农业部等国家部委

中，大型流域水质监测分散在水利、环保、农业等部门。体制“碎片化”严重制约现代治理体系的形成，
严重制约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碎片化”导致条块分割、标准不一、工作重复、难以共享［２３］。例如，
不动产管理的碎片化导致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不动产管理系统，难以形成集成整合的现代国民财富

管理体系［２４］。预算“碎片化”导致政府预算缺乏整体性、统一性和战略上的一致性。“九龙治水”格局

导致流域水环境保护和水污染治理难以形成从源头防范、过程治理到污染追责的闭环系统，致使水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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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防治体系出现断裂，难以有效遏制水环境的恶化。更重要的是，部门分化导致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

事项林立，以至于形成推进一个项目需要到相关政府部门盖几十个上百个公章的现象，导致政府对企

业和市场的管理和调控严重错位。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特征，就是加大体制机制和制度整合力度。例如，在不动产管理方面，由国

土资源部牵头，联合住建、农业等部门，建设不动产登记、确权、颁证与信息“四统一”管理系统［２５］。在

预算管理方面，加强人大对预算编制和预算监督的集中统一管理。在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通过推

进国家公园制度、流域协同保护、流域生态补偿体系等改革，率先在长江流域构建统一的流域生态保护

与修复体系。在政府管理方面，破除多个部门层层审批格局，大力推进一个部门、一枚公章管审批改革。
从“碎片化”改革到“整合化”改革，体现了中国经济改革推进的内在逻辑。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

制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这种体制严重约束生产力的发展，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必须打破这种

集中统一的体制。革故鼎新，打破这种集中统一体制，必须构建以分散决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
必须采取“分”的方式推进改革。承包责任制、放权让利、行政分权、市场化，就是以“分”为特征的改革

方式。体制“碎片化”正是这种改革方式的必然结果。体制“碎片化”导致的治理低效表明，以“分”为

特征的改革已经完成历史使命，改革必须进入以“合”为特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改革的基本方

式就是“整合化”，即围绕构建现代经济治理体系，全面推进政府经济治理机关职能整合、机构整合、体
制整合，打破管理部门分化和体制“碎片化”带来的既得利益格局，形成高效统一整合的经济治理制度

体系。这也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普遍逻辑在中国经济改革４０年历史逻辑中的生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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